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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下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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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基于此问题,在政府购买机构养老服务下,构
建了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上级政府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对影响三方主体行为策略选

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来化解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难题。 研究结果表明,机构

养老服务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上级政府能否严格进行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主要取决于各自的管治力

度、管治成本和管治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政府应当从保障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的权益出发,以高效行使

政府监管职责为依托,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完善相关管治制度和举措着手,来构建多方参与的普惠性机

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体系。
关键词:政府购买机构养老服务;服务质量管治;信息不对称;多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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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政府购买机构养老服务要从购买方和履行政府职能的双重层面去考量,要切实对其所购买的机构养

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从而确保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能实实在在地惠及民众。
当前不乏对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和监管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如下层面展开。 第一,着重对养老服

务质量的评价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的构建、评价工具的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以及评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章程[1] 指出要确保养老服务质量须实现多元协调供给。 Turrell 等[2-3] 认为

要改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的制定。 谢珍君等[4] 指出了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工具的

改进方向。 万雨龙,谢军[5]分别探讨了各类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Arling
 

G. 等[6]构建了包

括老年人心理、生理、功能和药物需求保障等 24 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罗云婷,张一敏[7] 提出要建立

22



第 2 期 夏涛:政府购买下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博弈分析

并整合多元多维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赵娜,方卫华[8-9] 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评价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 Samuelsson 等[10]认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直接影响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质量的

评价。 Rantz 等[11]认为机构能否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护理服务对其服务质量影响重大。 Aaltonen[12] 着重

指出是否尊重老年人的独立性和私隐也对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 Silvestre 等[13] 认为要

从文化支撑、高效领导、人员配置、员工教育培训等方面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第二,以笼统综合的视角

来谈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与应对治理。 张泽滈[14]从政府保障供给、行业标准与规范、社会氛围营造这三

个层面给出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举措。 白维军[15]从政策制度的完善、软硬件的建设、供给主体和途径

的扩展、运行模式的创新这四大层面提出了对策。 李伟[16] 认为要切实加强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监管。 马

晶[17]提出了保障长期护理服务质量的措施。 Kristina
 

L. Guo[18] 认为要将质量管理程序和质量改进努力

与风险管理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确保高质量服务。 齐鹏[19]认为要优化政府职能大力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

效用。 崔树义,田杨[20]从内、外动力的层面给出了促进机构养老组织发展的思路。 叶宁[21] 提出了完善

政策制度、均衡发展、强化监管这三大对策。 张赛林[22] 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监管的重要性。 第三,少数学

者基于博弈理论对相关养老服务的监管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的共同点是不区分政府部门的行政层级,
将行政层级不同的各级政府部门统一视为一元博弈参与主体。 毛艳华[23] 研究了政府监管行为与居家养

老服务机构行为决策的互动影响。 丁社教[24] 分析了政府监管成本对其监管动机的影响。 马跃如[25] 指

出要制定有效的激励处罚方案并要重视老年人监督。 张娇娇[26] 分析了声誉、公信力、收益、成本等变量

对政府监管行为策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岳向华[27]分析了在声誉、政府补贴和惩罚等因素的约束下,公
众参与水平对政府监管产生的影响。 张慧双[28] 研究了政府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措施及有效监管的方

式;沈俊鑫[29]也针对养老 PPP 项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现有研究还有不足。 一方面,基于研究内容、对象而言,研究的内容多聚焦于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工

具、方法、指标体系、养老服务质量监管存在的共性问题等方面;而从研究对象而言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不

区分养老服务类型综合笼统地谈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价与监管;很少见到专门针对政府购买机构养老服务

质量监管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 另一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采用博弈模型对养老服

务监管进行的研究都未区分政府部门的行政层级,将行政层级不同的各级政府部门统一视为一元博弈参

与主体;这与现实不符,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各级政府部门的收益目标及成本等都是有显著差异的,忽
视这些显著差异将各级政府部门统一视为一元博弈参与主体进行研究肯定是有缺陷的。

本研究克服了这种缺陷,把政府区分成有上下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上级政府这二元博弈

主体来进行分析。 本文的突破点如下:第一,养老服务质量管治应包含更多的主体;现有研究主要包含两

大主体(机构养老服务组织和政府),但是对于政府的界定很模糊,对于政府的行政层级关系和职责划分

都没有明确界定,这样就会出现踢皮球的混乱现象,所以在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体系构建中,要清晰划

分和界定不同行政层级政府的职责和作用[30] 。 第二,要正视政府购买下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中各参与方

的利益关系问题[31-32] ,研究要从各参与方的博弈和合作这两大层面来进行[33-34] 。

二、政府购买下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各主体支付矩阵构建

(一)模型假设

1. 政府购买下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关系链中主要有三大参与主体,即机构养老服务供给

源、地方政府部门和上级政府。 地方政府部门是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的购买方同时也是监管方;上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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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所辖地区的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负有监测之责;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源包括各类提供机构养老服

务的组织,本文界定为提供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的民办组织。
2. 供给源有两种策略,即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治和不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治。 地方政府部门的策略是对

其购买的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和不进行监管。 上级政府也有两种策略,即对其管辖地方的普惠

性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测和不进行监测。
3.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以自身利益最优化为诉求的三大理性参与主体,都很难知道另外两方的

策略选择几率,进而本博弈是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的;而且三大主体的行为可能还不是同一时间进行的,
但在上述情形下三大主体往往都是按照各自的主观判定来进行策略选择。

(二)界定变量

U1 是供给源不进行严格的服务质量管治时的得益,B1 是其进行严格服务质量管治的花费,所以供给

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的得益是 U1 -B1。
供给源可能存在的损失为 Z1。 其原因为:当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其服务质量会不合格,

这样会使其遭受组织形象不良、品牌口碑声誉降低、吸引客户难度增加等综合损失,令 B1 >Z1。
 

地方政府部门的基本得益是 U2,它是指不合格的机构养老服务没有被上级政府监测查实时其的得益。
地方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损失为 Z2。 其原因为:由于其未对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从而导

致当地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不合格,进而广大民众的养老服务需求无法满足,此时会给其带来巨大的负面

影响。 (另界定:地方政府部门对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后,当地民众对养老服务质量的期望和需

求依然无法完全被满足和实现时,不会给地方政府部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进而此时不考虑该损失)。
地方政府部门对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的花费为 B2,且有 B2 >Z2。

 

e1 是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查实其服务质量不合格的几率。
e2 是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地方政府部门监管仍能查实其服务质量不合格的几率,e1 >e2。
K1 是地方政府部门给予供给源的惩罚(为研究便利把该惩罚界定为罚款形式)。 第一种情况:K1 =

Z2,即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查实服务质量不良时对供给源进行罚款,这时地

方政府部门要承受的损失都由该供给源来承担;第二种情况:K1 = r1Z2,即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地
方政府部门仍能监管查实养老服务质量不良时对其进行的罚款(0<r1 <1)。

K2 是上级政府监测发现当地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不良时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这二者进行的总处

罚(总处罚 K2 =对供给源的处罚+对地方政府部门的处罚,为研究便利把 K2 界定为经济物质方面的惩

罚)。 具体情形为:[K2r2,K2(1-r2)]是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时,供给源和地方政

府部门各自遭受的惩罚;[K2(1-r2),K2r2 ]是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不监管时,供给源

和地方政府部门各自遭受的惩罚(0. 5<r2 <1)。 r2 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在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

治、地方政府部门也进行监管后,当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一并进行总处罚 K2 时,此时供给

源承担该总处罚 K2 的比例为 r2;第二种情况,在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不进行监管后,
当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一并进行总处罚 K2 时,此时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该总处罚 K2 的比例

为 r2)。 (K2,0)是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时,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各自遭受

的惩罚;(0. 5K2,0. 5K2)为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也不监管时,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

门各自遭受的惩罚。
 

q1 是指在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时,上级政府仍能监测查实地方机构养老服

务质量为不良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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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是指在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不监管时,上级政府监测查实地方机构养老服务

质量为不良的几率。
q3 是指在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时,上级政府监测到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

量为不良的几率。
q4 是指在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也不监管时,上级政府监测查实地方机构养老

服务质量为不良的几率。
上级政府的衍生得益是 ΔU,是指上级政府监测查实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为不良时带给其自身的

正向效用。
上级政府可能存在的损失是 Z3,是指上级政府未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或者是监测了但未发

现养老服务质量不良的情况,这样就使得地方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达不到民众的期许,满足不了民众的

需求,进而对上级政府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
B3 是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时所产生的花费;μ 是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h

是地方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几率;x 是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的几率。
 

(三)三方策略博弈矩阵的构建

在以上假设和界定下,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和上级政府的三方策略博弈矩阵汇总构建如表 1 所示。
表 1　 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与上级政府的策略博弈

三方行动组合(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上级政府) 效益

(质管,监管,监测)
U1 -B1 -K1 r1e2 -K2 r2q1,

U2 -B2 +K1 r1e2 -K2(1-r2)q1,ΔUq1 -Z3(1-q1)+K2q1 -B3
 

(质管,不监管,监测)
U1 -B1 -K2(1-r2)q2,

U2 -Z2 -K2 r2q2,ΔUq2 -Z3(1-q2)+K2q2 -B3

(不质管,监管,监测)
U1 -Z1 -K1e1 -K2q3,

U2 -Z2 +K1e1,ΔUq3 -Z3(1-q3)+K2q3 -B3

(不质管,不监管,监测)
U1 -Z1 -0. 5K2q4,

U2 -Z2 -0. 5K2q4,ΔUq4 -Z3(1-q4)-B3 +K2q4

(质管,监管,不监测) U1 -B1 -K1 r1e2,U2 -B2 +K1 r1e2,-Z3
 

(质管,不监管,不监测) U1 -B1,U2 -Z2,-Z3

(不质管,监管,不监测) U1 -Z1 -K1e1,U2 -Z2 +K1e1,-Z3

(不质管,不监管,不监测) U1 -Z1,U2 -Z2,-Z3

三、政府购买下养老服务质量管治的多方博弈模型求解

(一)界定均衡条件

由表 1,采用无差异方程理论,界定政府购买下养老服务质量管治多方博弈的均衡条件。
1. 供给源的均衡条件

(1)供给源进行严格服务质量管治时的得益 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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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1 =hx(U1 -B1 -K1r1e2 -K2r2q1)+(1-h)x[U1 -B1 -K2(1-r2)q2]+h(1-x)(U1 -B1 -K1r1e2)+

　 　 (1-h)(1-x)(U1 -B1)
(2)供给源不进行严格服务质量管治时的得益 Y12:
Y12 =hx(U1-Z1-K1e1-K2q3)+(1-h)x(U1-Z1-0. 5K2q4)+h(1-x)(U1-Z1-K1e1)+

 

(1-h)(1-x)(U1-Z1)
由 Y11 =Y12 可得:

B1 -Z1 =hK1(e1 -r1e2)+hxK2(q3 -r2q1)+(1-h)xK2[0. 5q4 -(1-r2)q2] (1)
2. 地方政府部门的均衡条件

(1)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管时的得益 Y21:
Y21 =μx[U2 -B2 +K1r1e2 -K2(1-r2)q1]+(1-μ)x(U2 -B2 +K1e1)+μ(1-x)(U2 -B2 +K1r1e2)+

　 　 (1-μ)
 

(1-x)(U2 -B2 +K1e1)

(2)地方政府部门不进行监管时的得益 Y22:
Y22 =μx(U2 -Z2 -K2r2q2)+(1-μ)x(U2 -Z2 -0. 5K2q4)+μ(1-x)(U2 -Z2)+(1-μ)(1-x)(U2 -Z2)

由 Y21 =Y22 得:
B2 -Z2 =μK1r1e2 +(1-μ)K1e1 +μxK2[ r2q2 -(1-r2)q1]+(1-μ)x0. 5K2q4 (2)

3. 上级政府的均衡条件

(1)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时的得益 Y31:
Y31 =μh

 

[ΔUq1 -Z3(1-q1)+K2q1 -B3]+μ(1-h)[ΔUq2 -Z3(1-q2)+K2q2 -B3]+

　 　 (1-μ)h[ΔUq3 -Z3(1-q3)+K2q3 -B3]+(1-μ)(1-h)[ΔUq4 -Z3(1-q4)-B3 +K2q4]
(2)上级政府不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时的得益 Y32:

Y32 =μh(-Z3)+μ(1-h)(-Z3)+(1-μ)h(-Z3)+(1-μ)(1-h)(-Z3)
由 Y31 =Y32 得:

B3 / (ΔU+Z3 +K2)= μhq1 +μ(1-h)q2 +(1-μ)hq3 +(1-μ)(1-h)q4 (3)
由(1)、(2)、(3)式可连立方程组(Ⅰ):

B1 -Z1 =hK1(e1 -r1e2)+hxK2(q3 -r2q1)+(1-h)xK2[0. 5q4 -(1-r2)q2]

B2 -Z2 =μK1r1e2 +(1-μ)K1e1 +μxK2[ r2q2 -(1-r2)q1]+(1-μ)x0. 5K2q4

B3 / (ΔU+Z3 +K2)= μhq1 +μ(1-h)q2 +(1-μ)hq3 +(1-μ)(1-h)q4

ì

î

í

ï
ï

ï
ï

(二)约减变量与求解模型

出于便利求解方程组(Ⅰ)的考虑,结合现实状况,对相关变量做进一步界定,达到约减变量的效果。
界定 1　 界定 Z3 = 0,ΔU= 0,原因为:对上级政府而言,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各类财税收入等,而且这些

收入所占的体量非常大,跟这些收入相比,上级政府可能存在的损失 Z3 和衍生得益 ΔU 是非常少的,所
占的比例是极小的,所以界定二者都为零。

界定 2　 如果供给源没有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治,地方政府部门具备很高的监管水平,则其发现机构

养老服务质量不合格的几率 e1 = 1;上级政府监测所辖当地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的水平很高,如果供给源不

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治,且地方政府部门也不监管时,上级政府监测查实不合格的几率为 q4 = 1,反之,供给

源进行严格的管治,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则上级政府监测查实不合格的几率 q1 = 0。
界定 3　 界定 r1 = 0,原因为:在供给源积极进行了严格的质量管治时,地方政府部门监管仍然查实有

质量不合格的情况出现,对此情形,地方政府部门出于人性化执法的考量,更多地是对其进行象征性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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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之后便是督促其进一步完善,这基本不会对供给源的得益产生影响,所以界定 r1 = 0。
界定 4　 供给源、地方政府部门和上级政府三者具有几近同等的质量监管水平,进而有 q2≈q3 成立,

则表示上级政府在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有一个主体不进行质量管治时,其监测查实到不合格的几率基

本相同。
界定 5　 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的得益减去其进行严格管治时得益的净值要大于地方政府

部门对供给源不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时的惩罚,即 B1 -Z1 >K1 成立;同时,这也是上级政府发挥监测作用的

必要性所在,反之上级政府的监管对象就只是地方政府部门,而对供给源进行监管的影响就不用考虑了;
同理则有 B1 -Z1 >K2 成立。

由上述界定,进一步整理得方程组(Ⅱ):
μ= (B2 -Z2 -K1 -0. 5K2x) / (xK2q2 -K1 -0. 5K2x)

h= (B1 -Z1 -0. 5K2x) / (K1 +xK2q3 -0. 5K2x)

B3 / K2 =μ(1-h)q2 +(1-μ)hq3 +(1-μ)(1-h)

ì

î

í

ï
ï

ï
ï

四、博弈模型主要变量的数值模拟仿真分析
 

在现实情况下对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进行管治时,最佳的情形是机构养老服务组织自身要建

立完备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体系、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积极进行监管、上级政府对当地的机构养老服务质

量积极进行监督测评。 主要变量对各方的行为选择几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找出主要变量的影响机理就

能指导实践,能让三方尽可能多地采用积极举措,这样就能有助于达成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有效管

治的良好局面。 因为本博弈模型方程组包含的变量较多,其均衡解的求解过程与分析较为繁杂,所以借

助 Matlab 软件,通过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的形式来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深入解析。 依据前述变量假设及约

减和模型求解分析,把相关参数界定如下:B1 = 110,B2 = 130,B3 = 120,Z1 = 70,Z2 = 90,K2 = 25,q2 = 0. 15,
r2 = 0. 8,依据上述参数界定进行数值模拟与仿真分析如下。

(一)对于供给源行为策略选择 μ 的分析

1. 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花费 B1 与 μ 的关系分析(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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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1 对 μ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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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花费 B1 与其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成反向变

化;即对供给源而言,其进行严格质量管治所产生的花费越多,则其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行为的几

率就越小。

2. 供给源可能存在的损失 Z1 与 μ 的关系分析(图 2)

0.95

0.90

0.85

0.80

0.75

0.70

0.65

0.60

0.55

0.50

0.4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图 2　 Z1 对 μ 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供给源可能存在的损失 Z1 与其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成正向变化;即供给源

因没有进行严格质量管治而使服务质量不合格,而这会带来其声誉贬损、吸引客户难等对其造成的损失

Z1 就会越大,在此情形下,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也会越大。

3. 地方政府部门给予供给源的惩罚 K1、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总处罚 K2 与 μ 的关系

分析(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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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1 对 μ 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地方政府部门给予供给源的惩罚 K1 与其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也是成正向

变化。 当地方政府部门给予供给源的惩罚 K1 处于相对低位时,K1 的变化对供给源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

治的几率 μ 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当 K1 增大到一定程度后,伴随着 K1 的不断增加,供给源选择进行

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也会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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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2 对 μ 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总处罚 K2 与供给源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
是成正向变化的,即当上级政府对供给源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总处罚 K2 不断增大时,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

治的几率就越大。 现实情形也是如此,当供给源因其服务质量不合格,而遭受的处罚 K2 较严厉时,其承受

的损失就会越大,这会对供给源产生深刻的警示效应,进而其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会大增。

(二)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行为策略选择 h 的分析

1. 地方政府部门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管的花费 B2 与 h 的关系分析(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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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2 对 h 的影响

由图 5 可看出,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服务质量监管的花费 B2 与其选择进行监管的几率 h 成反向变化,
即随着地方政府部门监管成本的不断减少,其进行监管的几率会不断增加。 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地方政

府部门如果能以较低的花费就能对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监管,能及时发现并处置供给源的不合规行为,提
升当地机构养老服务的水平,那么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的几率就会越大;同理 B2 越大,h 就会越小。

2. 地方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损失 Z2 与 h 的关系分析(图 6)
由图 6 可看出,地方政府部门可能遭受的损失为 Z2 与其选择进行监管的几率 h 成正向变化。 原因

为:当地方政府部门未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导致当地服务质量不合规较差,无法有效满足广大民众的

切实需求,如果这种情形给地方政府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其选择进行监管的几率就会不

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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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Z2 对 h 的影响

3. 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部门和供给源的总处罚 K2 与 h 的关系分析(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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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K2 对 h 的影响

由图 7 可看出,地方政府部门和供给源遭受来自上级政府施加的总惩罚 K2 与地方政府部门选择进

行监管的几率 h 成正向变化;即当上级政府监测到当地的服务质量较差时,如果其不断加大力度对地方

政府部门和供给源进行处罚,就会形成强大的警示震慑效应,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部门肯定会不断强化

对服务质量的监管。

(三)对于上级政府行为策略选择 x 的分析

1. 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时所产生的花费 B3 与 x 的关系分析(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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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B3 对 x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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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以看出,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时所产生的花费 B3 与其选择对地方机构养老

服务质量进行监测的几率 x 成反向变化的关系。 即在实际情形下,当上级政府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

所产生的花费不断降低时,其选择进行监测的几率就会不断提高,反之 B3 不断增加,x 就会逐渐降低。

同样可推导出,B1、B2 分别与 x 成正向变化的关系,即随着供给源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花费 B1 和地

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的花费 B2 的不断增加,上级政府对地方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测的几率就会不断增

大;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各自进行服务质量管治所付出的成本越高,二者就越不愿

意对服务质量进行管治。 在此情形下,上级政府作为所辖地方广大民众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基

于政府行政使命和行政职责的考量,就会加大力度对所辖地方的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测,形成自上而下

的强大监管压力和惯性,迫使所辖地方的机构养老服务水平得到提升进而满足民众的需求,即上级政府

进行监测的几率就会增大。

2. 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部门和供给源的总处罚 K2 与 x 的关系分析(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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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K2 对 x 的影响

由图 9 可知,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总处罚 K2 与上级政府自身选择进行监测的几率 x

成正向变化的关系。 即当上级政府监测到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不良,对地方政府部门和供给源给予的

总处罚力度(K2)不断强化时,其监测地方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的几率 x 也会不断增加。

(四)变量影响的综合对比分析

表 2　 变量影响综合对比分析

几率
变量

B1 Z1 K1 K2 B2 Z2 B3

μ 反向变化 正向变化 正向变化 正向变化

h 正向变化 反向变化 正向变化

x 正向变化 正向变化 正向变化 反向变化

由表 2 可知:第一,三方博弈主体各自行为选择的影响变量不同,这些影响变量主要包括花费、损失

和处罚这三大方面。 第二,有一个变量 K2(上级政府对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总处罚)对三方博弈主

体的行为选择都呈正向影响;当 K2 不断增加时,供给源选择进行严格质量管治的几率 μ、地方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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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行监管的几率 h、上级政府自身选择进行监测的几率 x 这三者都会不断增大。 第三,三方博弈主体

各自的花费都与三方各自的积极行为选择呈反向变化;而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二者各自遭受的损失与

这二者各自的积极行为选择呈正向变化。 第四,供给源和地方政府部门二者各自的花费(B1 和 B2)都与

上级政府自身选择进行监测的几率 x 呈正向变化,B1 和 B2 越大,上级政府自身选择进行监测的几率 x 就

越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对供给源来说,其行为主要受如下变量影响:供给源自己建设质量管治体系所产生的花费 B1、因没有

建构质量管治体系对其自身产生的损失 Z1、供给源被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发现其服务质量不合格而遭受的惩

罚 K1、上级政府监测发现服务质量不合格时对供给源和对应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的总处罚 K2。 可能存在的损

失 Z1 和花费 B1 对供给源的行为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Z1 和 B1 将直接决定供给源建设完备的质量管治体

系的几率 μ 的高低,如果能让花费 B1 足够少,那么几率 μ 会逐渐提高;同样地,如果地方政府部门给予的惩

罚 K1 与上级政府施加的总处罚 K2 的力度不断提升,那么就会对供给源产生较好的警示震慑效应。

2. 对地方政府部门而言,影响地方政府部门行为的主要变量是其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管的花费 B2、地

方普惠机构养老服务的质量不合格,无法满足民众的养老服务需求而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Z2、上级政府

监测发现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不合格时对地方政府部门和对供给源进行的总处罚 K2。 和供给源的情况类

似,B2 和 Z2 对地方政府部门的行为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地方政府部门遭受的总处罚 K2 产生的影响也较

为显著。

3. 对上级政府而言,有两个关键影响变量:一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普惠机构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测的

花费 B3,二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部门和供给源施加的总处罚 K2。 B3 和 K2 将直接决定上级政府是否会

开展地方普惠机构养老服务质量的监测工作;如果 B3 太大,或是对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应供给源施加的总

处罚 K2 太小,再加上 B1 >Z1、B2 >Z2,那么上级政府就会再度考量自己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会放弃监管。

4. 供给源(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质量管治体系的花费过大而由此能获得的收益过少似乎是不能有效

建构质量管治体系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养老服务质量管

治方式与现实不匹配、养老服务质量监管制度不完善等,这些才是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二)启示

第一,政府主导构建机构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体系。

首先,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层面,民政部要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推进养老机构

等级评定工作的展开,而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依据各地自身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

各自区域内的养老机构进行等级划分与评定,将域内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的结果通过线上与线下、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多方式多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 其次,政府要制定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公开制

度,并要强制执行。 为了减轻养老机构信息公开的成本,民政部门可以建立各自域内专门的养老服务机

构信息公开查询的网站或公众号,域内的养老机构都必须在该网站或公众号上公示自己经过相关部门核

实认证过的运营信息和质量状况等,并实时更新。 只有这样才能从信息源头上缓解信息结构不均衡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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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所引发的系列问题。

第二,完善促进普惠性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激发养老机构自身注重养老服务质量管治、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积极性。

政府要大力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给予其政策支持。 首先,政府要在财政投入,床位补贴,税收减免,场

地租赁费用,水、电、天然气及取暖费用等方面制定明确细化普惠的扶持支撑政策与实施条例,让积极参

与合作的各个民办养老机构能真正受益;其次,政府要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的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

让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养老服务的民办养老机构获得更多的资源;最后,政府要构建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

培养使用及职业发展规划机制[35] ,着实减轻民办养老机构的人力资源投入和成本。 只有从硬件和软件

两大方面来减轻各民办机构养老服务组织的运营成本,使成本压力不成为参与合作的各机构养老服务组

织运作的主要制约因素,各机构养老服务组织才有积极性和动力去主动构建自身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体

系,才会积极主动地去提升其养老服务质量。

第三,政府要建立明确的奖励和处罚机制,增加养老机构注重养老服务质量的动力和压力。

对于建立了完备的养老服务质量管治体系,高度重视养老服务质量,切实提供了普惠、高效、优质养

老服务的民办养老机构,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要对其进行物质和精神荣誉相结合的双重奖励。 物质

奖励方面,要给予有吸引力的经济奖励,精神荣誉奖励方面除了各种表彰荣誉证书外,还要通过各大主流

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助推其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样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向榜样学习,各养老机构纷纷争先创

优的良好氛围。 对于那些弄虚做假、投机营利、养老服务质量不合格、违背普惠福利属性的民办养老机

构,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其进行处罚的力度,罚款的额度要提高,其被政府购买的资格要取消,更为严

重的还要吊销其运营许可证。 政府主管部门还要把其所做所为通过主流媒体进行公开披露,让其声名狼

藉;进而违规的民办养老机构将从经济物质和名誉两个层面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样就能真正形成警示震

慑效应。

第四,优化监管方式、建立多方参与的管治体系,降低监管成本,切实提升监管效力。

首先,地方政府要优化监管方式,改变之前政府各部门职责不清、相互踢皮球的监管方式,建立以民政

部门牵头负责为主,城建、消防、税务审计、卫生、环保、物价等部门积极参与的综合协调监管机制;实行民政

部门总负责总协调,其他分管政府部门对应各自分管领域分块负责,达到归总清晰、各司其职、协同高效运

行的效果。 其次,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督促管控下各民办养老机构自身也要建立有效的质量反馈机制,

充分发挥管理层、工作人员、服务对象(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能动性去提升和改进养老服务的质量。 再次,政

府要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的行业标准规范

体系,让行业守则和行业规范去约束各地的养老机构。 最后,政府要引领、指导并监管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

的运行,让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真正做到对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独立、客观、规范、公正的评价。 总之,要在各

机构养老服务组织自我质量管理的基础上,达成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行业自律、第三方独立评估、媒体舆

论监督与社会大众监督为有效补充的合力监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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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
 

asymmetry
 

exists
 

in
 

the
 

quality
 

governance
 

in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game
 

model
 

involving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ders,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purchased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model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ehavioral
 

strategies
 

of
 

these
 

three
 

stakeholders,
 

aiming
 

to
 

address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trictness
 

of
 

quality
 

governance
 

by
 

service
 

providers,
 

local
 

governments,
 

and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largely
 

depends
 

on
 

their
 

respective
 

governance
 

efforts,
 

governance
 

costs,
 

and
 

the
 

opportunity
 

costs
 

associated
 

with
 

governance.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in
 

accessing
 

quality
 

care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fficiently
 

fulfill
 

its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mitig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mprove
 

relevant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easur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multi-stakeholder
 

quality
 

governance
 

system
 

for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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